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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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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青年渴望投身祖国建设，彰显爱国主义情怀，

拥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坚定信念，理性主义和政治关怀成为当时青年文化的发展

主脉。20 世纪 90 年代，各种舶来文化涌入，消费主义开始盛行，流行文化逐渐
消解传统权威的文化形态，解构历史上的政治意识形态，青年表现出困惑茫然、
价值缺失、目标迷惘等精神状态。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为青年流行文化的衍生
与传播提供了数字平台，青年更关注自我体验和个性发展，逐渐形成了“韩流”
现象、偶像崇拜等多元化、混杂性的青年文化格局。2010 年以来，社交媒体全
面进入青年群体的文化生活，表现为碎片化、瞬时性的微内容，数字娱乐极大丰
富，“屌丝文化”“丧文化”和“佛系青年”等文化现象中仍有韧性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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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革，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文化的
迅速变迁，对于青年的流行文化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经
提出:“在任何时期，青少年首先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1］回顾 40 年来
我国青年流行文化的变迁轨迹，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在青年中兴起的群体文化和流行文化，不仅

可以探讨处于社会矛盾复杂时期的青年群体的人格特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特有

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变迁。

一、改革开放初期:理想与信念并存，参与祖国建设

改革开放前，青年文化仅仅是作为成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20 世
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青年们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后焕然一新的社会面貌，他们渴望投身国
家建设，奉献青春。创作于 80 年代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中写道，“伟大的祖国该有
多么美!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成功唤醒了
青年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的主体意识; 歌曲《金梭和银梭》警示青年珍惜时光、思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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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道路;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展现出青年人为祖国建设积极奋发的志向; 广为传唱的
《十五的月亮》抒发了边防战士思念故乡亲人的细腻情感，而《军港之夜》等军旅歌曲则歌颂了
解放军战士保家卫国、守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革命精神［2］。

198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女排以 7 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北京大学的学生
们自发组织上街游行，并在游行队伍中打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横幅，极大地激发了青年
群体的爱国热情。1984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唱响了
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怀。1987 年春晚，费翔的歌曲《故乡的云》传递出游子对于依恋故土、渴
望回归的情怀。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也在内地青年中悄然流传，其甜美柔和的唱腔对于经历
过政治阵痛的国人而言，有着极大的抚慰与唤醒作用，但在当时，听她的歌曲仍属犯禁的行为。
多年后在冯小刚的电影《芳华》中，就有描绘青年男女偷偷聚集在一起，聆听邓丽君歌曲的场
景。同样的转变也体现在服饰穿着上，一些青年开始尝试穿紧身衣与喇叭裤展示自己的身材，
也是以此标榜自己对以往整齐单调服饰风格的挑战与抗争。
进入 80 年代中后期，改革的步伐日渐加速。在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断裂后，青年群体

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他们渴望反叛权威，寻求进步。中国的本土摇滚音乐开始逐步崛起，
集中表现出挣脱现实束缚、弘扬个性与积极把握自我的主题。《一无所有》《红旗下的蛋》《新长
征路上的摇滚》《跟着感觉走》等曲目，以个性自我对物质和精神诸多方面的现实批判，表现出
极大的反叛激情和对自我自由创造的坚定信念。1986 年 5 月 9 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
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用嘶哑的喉咙吼出《一无所有》［3］。歌词中“一无所有”的状态，成为
当时草根阶层财富、权力与精神价值空乏的真实写照，青年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孤独苦
闷，得以公开表达与痛快淋漓地宣泄，摇滚乐成为青年现实批判与精神回归的载体。歌唱者并
不气馁，由衷高呼“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充分体现了深受压抑和束缚的个性对
现状的不满、抗争和勇往直前的自信。同时期《跟着感觉走》《狼》《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等港
台歌曲都表达出与命运抗争和刚强不屈的自信情绪，以及追求自由幸福的坚定信念。

80 年代中后期，“文学青年”成为青年群体乐于彰显的自我标签，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成为
青年思想启蒙的重要引导者，成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朦胧诗人的诗篇以及兴起的新诗潮运
动，从文字表达、思想内容和书写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诗歌的既有形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
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朦胧诗派、伤痕
文学、反思文学的名篇在青年群体中广为流传，青年人在文学中寻求人生和社会进步的答案，通
过文学反思曾经的灾难、倾诉忧伤的情绪、追寻时代精神，同样也在文学中探寻人性的真善美，
寻求民族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途径与希望［4］。

80 年代的青年流行文化已不再复制权威与效仿主流体制文化，而是着眼于传统断裂后的
现实反思，同时兼备了价值重估和文化重建的成分，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政治关怀依旧是当
时青年文化发展的主脉。

二、20 世纪 90 年代:舶来文化盛行，消费主义初见端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许多舶来的文化产品与流行艺术开始
成为青年们的精神食粮。与体现官方政治生态的主流文化不同，大众文化开始成为青年日常生
活中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和承载者。青年群体的流行文化对传统权威的文化形态进行消解，并对
历史上的政治意识形态起到解构的作用，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青年文化的异质化特征初现

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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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新兴的娱乐项目在中国迅速普及开来，给青年流行文化发展

带来了全新的契机。中国电影市场在 1994 年 11 月 12 月引进第一部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
封闭已久的电影市场就此打开。很快施瓦辛格担纲的《真实的谎言》接踵而至，并收获了高达
1． 02亿的票房; 随后，1995 年和 1996 年引进的好莱坞进口分账电影都在票房上获得巨大成功，
直至 1998 年的《泰坦尼克号》把在中国市场的票房收入推向顶峰，达到了 3． 595 亿元，是《真实
的谎言》票房的三倍多［5］。《泰坦尼克号》恢弘的场景表现和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引发无数青
年人的狂热追逐，成为了当时文化帝国输出的一个成功典型。青年对于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喜爱
与追捧，给本土民族电影产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同时好莱坞电影通过各种光怪陆离的符

号象征，传达着美国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与价值理念，成为青年人了解与知晓大洋
彼岸世界的重要文化载体，影响着青年社群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同。
迪斯科舞厅、录像厅、酒吧成为青年人热衷的休闲场所，盗版录像带、卡拉 OK 以及以前被

限制的一些娱乐项目纷至沓来，洪水般地占领了内地市场。1992 年，香港“四大天王”正式被命
名［6］。香港娱乐产业成熟的造星机制以及发达的娱乐传媒宣传，使得“四大天王”迅速成为内
地青年痴迷的万众偶像，青年的需求被市场经济敏锐地捕捉，明星的各类衍生产品开始热销，青

年们竞相抢购“四大天王”的磁带、海报、贴画等文化产品，其中不少并未获得官方授权; 同样
的，还有模仿四人的发型、服饰、口音等。内地的青年感受到港台流行文化的冲击，并以满腔的
热情欣然接受。同时期，很多香港电影也以盗版碟的方式被引进，多年后不少 80 后还会自嘲
“欠星爷一张电影票”，以此作为支持香港明星周星驰新片的托词。
同时，内地市场也诞生了最早的一批流行音乐偶像，毛宁、杨钰莹等流行歌手在市场包装下

陆续走红，《涛声依旧》《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小芳》《牵挂你的人是我》《爱情鸟》等歌曲传唱
大江南北。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流行音乐市场也同样处于引领地位，很多流行
音乐由广州当地的唱片公司推出，他们还明确提出市场中心论，一切从市场和经济效益的需要

出发［7］。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社会生活给予青年丰富的自我空间，但是市场经济的快
节奏也给青年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市场理性剥夺了青年以往的悠闲状态，青年的生存压力与

精神压力与日俱增，青年在这种社会现实中需要高度的精神集中和体力付出来维持学习、工作
的效率，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焦虑不安、情绪失衡、烦恼忧愁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而在市场化模式下锻造的流行歌曲追求感官娱乐，成为了青年消解忧愁、缓解压力、宣泄情感的
文化减压方式，能够帮助青年恢复在社会高压中受到侵蚀的自我，调剂生活中的苦闷情绪，适应

现代社会中急剧变化的生活节奏。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企图照搬西方模式的激进实践受到挫折后”［8］，青年开始呈现出困惑

茫然、价值缺失、目标迷惘等精神状态。青年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与前一阶段所具有的明确、相
对统一的价值规范相比，出现了缺乏评价准则、渴望寻求归属等倾向。这从当时的流行歌曲中
可见一斑。如《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里看花》《什么是什么》《一生何求》《为什么受伤的总
是我》，这些歌曲叙述了个性拓展后的自我困境，不失为在没有统一文化权威判定的生活中人
们只能以感伤情怀的抒发聊以自慰的现实情境的写照［9］。以情歌面目出现的感伤哀怨的歌曲
在某种程度上诉说和抚慰了现实生活中青年寂寞孤独和伤感心痛的情绪和感受。此外，继琼
瑶、三毛和席慕容等作家形成的热潮后，汪国真的诗歌开始受到青年的追捧。不少青年兴致盎
然地购阅他的诗集、摘抄他的诗歌。他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当年火
遍全国的畅销书籍。汪国真诗中淡泊真挚的文字，有着对平凡人生的深切感悟，传达出淡泊豁
达的人生态度，帮助青年们解开心头的困惑迷惘［10］。
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逐渐侵入，青年开始表现出对名牌产品的追逐，现代传媒和广告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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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使得新兴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深入青年们的内心。青年使用消费来自我定位与彰显个
性，市场经济的操作必然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推动青年消费需求朝向更高层级发展，青年的消费

理念一改节省耐用等传统思维，更多转向新潮、时尚等全新的审美趋向。

三、千禧年后:追求个性化，形成多元化与混杂性的文化格局

进入千禧之年以后，中国现代社会的物质水平获得极大提升，政治文化环境宽松，青年开始

逐渐倡导个性发展，主张个性彰显。青年群体的个人发展力图摆脱工业流水线上产品的标准化
和整齐划一。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更为关注自身的体验和自我的个性满
足。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选择，他们构建起自己独特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表征。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青年积极拥抱互联网发展的技术大潮，并成为推广与践行网络文化的

排头兵。开放、自由、平等的互联网精神完全契合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成了青年生活的第二空间，互联网为青年流行文化的衍生与传播提供了数字平台。
青年群体热衷于通过即时通信工具、电子论坛、博客、聊天室、电邮等方式交流与传播信息。

1999 年 2 月 11 日，腾讯公司推出中国本土的即时通信软件 OICQ，迅速在青年人中广泛流传，交
换 QQ号并在网上聊天成为当时青年中最为流行的时尚文化。互联网中的文化创作基本都是
以个人名义完成，弘扬个性、强调自我价值成为网络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理念。网络文学作品也
力求创新，2002 年 5 月，起点中文网创建，随后文学殿堂、晋江文学城等成立，形成国内原创文
学阅读与写作的众多平台，不少业余作家在平台上连载自己的原创小说，网络小说中的玄幻、穿
越、修仙等元素让青年读者着迷。“菜鸟”“886”“灌水”“偶稀饭”等大量的“网络流行语”层出
不穷。同时段还涌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殊语言符号“火星文”，青年网友使用以同音字、音近字、
特殊符号来表音表义的文字，形成自己代际专属、本年龄段群体才能看懂与理解的文字符号。
“网络自拍”红极一时，2003 年，天涯社区开通“天涯真我”专栏，随后百度贴吧、西祠胡同和腾
讯的 QQ相册都提供了发布网络自拍的平台，每天都能获得惊人的点击率与浏览量。“芙蓉姐
姐”这一形象的出现将“网络自拍”推上了现实关注的高峰，向普通网民普及了“网络自拍”的存
在。“网络自拍”使得原本默默无闻的草根群体，向大众自由展示自我形象，塑造了一系列“社
会的身体”的理想范式。伊格尔顿曾指出: “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11］“网络
自拍”与现实生活中的美的标准形成共鸣，演绎着二重奏。

2004 年被称为选秀元年，湖南卫视开始举办大众歌手选秀赛，《超级女声》一炮打响，主要
针对女性选手; 随后湖南卫视又推出《快乐男声》、东方卫视推出《我型我秀》《加油! 好男儿》等
选秀类节目，草根选手通过层层海选，有机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而观众可以通过发送手机短

信为心仪的选手投票，决定选手去留与最终名次。2005 年，超女冠军李宇春横空出世，并在当
年登上《时代周刊》( 亚洲版) 封面，成为选秀王国登峰造极的象征。
“韩流”文化则由引进国内的韩国电视剧引发而来，2005 年，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登陆湖
南卫视，好评如潮，央视随即引进《加油! 金顺》等韩剧，在中国大陆乃至港台地区形成了追捧
韩剧的热潮。一系列韩国影视剧、动画、综艺节目、网络游戏、音像 VCD等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韩流”文化现象。很多青年热衷于观看韩剧，效仿其生活方式、服饰打
扮、文化习俗等，并将喜好范围延伸至韩国的料理、服饰、饰品等，竞相将韩国明星视作自己的偶
像。中韩两国同承儒家文化之脉，韩剧的故事结构与伦理道德折射出儒家文化精神对韩国家庭
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这种相近的道德认同感能够引发青年观众的共鸣，感受共通的文

化根基、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12］。Cosplay也是一种“舶来”文化，主要来自于日本的动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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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单词中文译为“角色扮演”，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等来扮演动漫、游戏、影视中的
某些角色，也包括自我原创的造型装扮。
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四处弥漫着浮躁、焦虑的气息，技术逻辑和商

业逻辑成为操纵青年流行文化发展趋向的主导力量。城市化进程缩短了人际物理距离，心灵却
日渐疏远。青年群体借助媒介技术的力量在虚拟的声光电影中获得暂时的解脱，而在商品经济
横行的现代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总是难逃社会结构的制约，叛逆的主体也难以在欲望的洪流

中幸存。这对自我人格尚未健全的青年来说更是一个充满焦虑的年代，他们急需寻找一种精神
上的共鸣，来填补情感的缺失和内心的空洞。这种共鸣主要来自流行文化群体成员间的相互认
同———一群人有着相似的文化趣味或时尚品位，能够通过特殊的话语体系确认彼此的身份，媒
介技术成为他们建构流行文化身份的工具和介质。

四、2010 年以来:移动化、数字式的参与式文化

新媒介的兴起和发展是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从传统媒介向数字媒介的转型深刻地

影响了青年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 “技术革新中最关键的不仅是
效率的增加，而是身份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13］

进入 2010 年，社交媒体继聊天工具、网络论坛后成为青年的新宠。社交媒体是“一系列建
立在 Web2． 0 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网络应用，它允许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创造和交
流”［14］。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固化的传受关系，颠覆了传者主导的传播模式，模糊了传者与受
者之间的身份界限。而且社交媒体传播的内容并非传统媒体那种有重要性、显著性的宏大叙
事，而更多是碎片化、瞬时性的微内容。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性化的传播。
开心网、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在青年中风靡一时，通过邀请注册和游戏应用吸引了大量用户，不少
青年废寝忘食只为完成“偷菜”“抢车位”等游戏任务。2010 年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微博获得
了长足发展，引领着网络话题和社会话题，改变了青年的信息接收与发布方式，进而影响其现实

的社会生活，成为当时最为炙手可热的网络形态。利用手机更新或阅读微博成为青年时尚的休
闲方式。凭借手机终端登录微博，青年实现了个人事件的随时记录和自我观念的表达，这些表
达可以是日常琐碎事件的平实叙述，也可以是对于公共事件的关注等。
青年的休闲娱乐生活得到极大丰富，典型的如手机游戏、弹幕文化、网络直播、电子商务等

文化形态深刻浸染着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手机游戏呈现出“散播”式的叙事结构，青年游玩
手机游戏的过程呈现为随时流动和自主移动的特征，活动和场景的互动性关联得以打破，脱离

了场景的活动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组织和重构［15］。电子竞技产业开始步入大众视野，职业竞
技选手不仅在游戏的虚拟世界中叱咤风云，甚至还能如同偶像般收获大量粉丝。移动电子商务
是基于移动终端与移动互联网的消费模式，青年可以在主体任意移动的状态下搜索产品信息，

综合比较并完成下单与在线支付，打破固化空间对于消费的限制。“口碑营销”被广泛应用于
社交媒体营销中。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源于淘宝商城( 天猫) 的促销活动，成为国内青年移动消
费的年度盛事。2016 年被称为中国“直播元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映客、斗鱼、
熊猫、触手等直播平台大量涌现。网络直播中，青年可以自主选择建构自己想要成为的影像。
网络直播成为投射自我欲望的中介体。在这种特殊的媒介景观中，青年群体具有消费者与表演
者的双重身份，透过景观与认知的循环过程，建构与再建构自我认同。同样，直播文化中资本收
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大部分平台和主播是由于文化资本的转换能力而被吸引入场。直播平
台具有对大规模异质性青年群体的容纳优势，更因其将可视化与弹幕文化、打赏文化、多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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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项特点相结合的技术优势吸引了一大批“原子化个体”在其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社群”，逐
渐成为释放社会情绪、满足群体归属的平台［16］。但值得警醒的是，信息产品和媒介产品的平面
化、庸俗化直接刺激青年对休闲、娱乐、消费等感官体验的渴望，青年容易被虚拟的幻想所奴役，
成为娱乐和媒介技术的奴隶。
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价值观念淡薄、贫富差距逐渐增

大、社会阶层固化等，青年在现代社会语境中面临种种难题，房价、就业、生活环境、学历贬值、赡
养父母等带来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青年群体出现不同程度的价值认同危机。“屌丝文化”“丧
文化”和“佛系青年”等文化现象甚嚣尘上。青年通过隐性的符号拼贴，以自嘲和自我贬低的方
式，经由网络媒介，以边缘文化的立场表达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严肃性的间离和消解。如自称
为“屌丝”的青年，“正是通过网络和相关报道来进入屌丝这个角色，并以一种体验式表演来表
现自我。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世界关于底层青年的不被重视、前途渺茫，甚至还有其带有戏谑
的自轻自贱的愤怒”［17］。2016 年，“丧文化”诞生，“葛优躺”等图片加上各种颓废文字的表情
包，流行于青年的网络社交活动中，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适时推出《感觉身体被掏空》，用高雅
艺术的外在表现形态传达“不想加班”的底层自嘲。“丧文化”颓废与现代性进步的观念呈现出
一种交织辩证的复杂性关系:“现代意义上的颓废表现为一种对现代社会的敏锐而不安的紧迫
感，是一种独特的危机，这种危机感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查、全力以赴和做出重大放
弃的需要。”［18］2017 年底，很多青年开始给自己贴上“佛系青年”的标签，“佛系追星”“佛系养
蛙”“佛系购物”“佛系综艺”“佛系球迷”风靡一时，他们采用一切随缘、与世无争为指导精神的
生活方式，游离在程式化的潮流之外，跟着自我的感觉行事。事实上，“屌丝”现象内里仍蕴含
着鲜明的反抗意指，期望通过逆袭的姿态，在承受社会压力和被忽视后，就去向主流文化寻求认

同，获取社会的认可与肯定。“佛系”和“丧”也是青年面对复杂世界的柔性处理方式，青年仍旧
在探索自己的人生定位和社会定位，追寻独立人格与精神层面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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